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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间性与学科认同
———基于泰国研究经验的方法论反思

□龚浩群

［摘　要］　海外民族志研究者与对象国的本土学者进行交流所产生的文化间性，具有深刻的民族志

寓意。文化间性在这里具体包含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本土人类学家的生命体验、政治立场和学术观

点将是人们所要研究的社会事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可能由民族志文本来呈现。其次，与本土人类学家

的知识交流将在人们之间形成平等的对话关系，并由此产生对于国际人类学话语权威的反思和解构，这

构成了海外民族志的重要知识论背景。跨界研究将不再是“帝国人类学”所代表的把政治与知识上的优

势强加给对方，而是意味着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意义。对于内部视角的重视，多视角的形成以

及交流后产生的互文效果应当是构建世界人类学这一学科认同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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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中国人类学海外
民族志研究的新路径

近
几年来，中国人类学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已经

取得了初步的进展，然而，在如何从事海外

研究方面还亟须进行方法论层面的反思

［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走进世界·海外民族

志大系”系列丛书反映了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初步成

果。相关评论参见：庄孔韶、兰林友：我国人类学研

究的现状与前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３

期。与此同时，中国学界已经关注到人类学海外研

究所面临的知识论问题，其中包括中国人类学如何

克服西方人类学所带有的殖民主义色彩。参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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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中，何明，庄孔韶，麻国庆，等：中国海外研究

（下），开放时代，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笔者认为，方法

论上的自觉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海外民族志研究

如何成为中国人类学的新的知识生产方式，［１］以及

随着中国—西方人类学中的他者成为凝视世界的主

体，如何重新塑造中国人类学与世界人类学的关系。

从事海外社会研究的中国人类学者面临着身份

的转换，即从本土人类学学者转化为国外人类学学

者。所谓本土人类学，指的是人类学学者对于自身

所处文化和社会进行的研究，与以海外社会为研究

对象的国外人类学形成比照。随着发展中国家高等

教育的普及和人类学者队伍的壮大，对于本土文化

的研究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类学主流。有学者

按照受众和写作语言将本土人类学家区分为两类：

一类被称作地方人类学家（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

ｇｉｓｔ），指的是人类学家与被研究者拥有共同的文化

背景，用母语为来自本文化的读者写作；另一类被称

作家乡人类学家（ｎａｔｉｖ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指的是那

些在西方接受教育，回到家乡进行研究的人类学者，

他们与报道人拥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但是他

们使用外文写作，为外国读者充当文化译者。当然

这两类本土人类学的区分不是绝对的。［２］（Ｐ１６～１７）

本土人类学学者与国外人类学学者之间的关

系，事实上是当代国际人类学知识生产格局中的一

部分。自后现代人类学以来，西方学者对研究者与

被研究者之间“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进行了深刻地

反思，［３］但是这些反思在两个方面有所不足。一方

面，后现代人类学忽视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复

杂的互动过程———研究者在看的同时也被看，被研

究者在被看的同时也在看对方；简单地将研究者等

同于看的主体，将被研究者对应于被看的客体，在事

实上忽略了被研究者的主体性。另一方面，西方人

类学以及日本人类学的海外研究传统基本上是在对

象国的本土人类学缺失的背景下建立的，因此，人类

学研究中的权力关系还来自于西方人类学学者与本

土人类学学者之间的断裂，西方人类学学者与本土

人类学学者之间不能互为知识主体，不能共有知识

生产的平台，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权力关系。

中国人类学的海外研究与西方殖民人类学的产

生背景如此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差异在于，当今世界

几乎任何一个地区的人类学研究，都必然汇聚了本

土人类学与国外人类学的研究目光，而若要走出一

条新路，国外人类学学者必须正视自身与对象国的

本土人类学之间的联系，并由此塑造出一种基于交

流与合作基础之上的知识生产路径。那么，如何从

由西方主导的、带有很强殖民主义色彩的国际人类

学（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走向多主体和多视

角的世界人类学（ｗｏｒｌ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呢？中国人

类学正在开展的海外民族志研究能否摸索出新的途

径？近年来关于世界人类学新格局的讨论令笔者深

受启发。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有人类学家提出要建设

一个新的人类学家的跨国共同体，这是“世界人类学

群”（ｗｏｒｌ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ｓ）项目的一部分。世界人

类学群的新的可能性要在世界人类学家之间的交流

和对话中实现，这就要求在当前的实践中进行认识

论和制度性的转变。世界人类学群的理念与我们过

去所讨论的人类学国际化有所不同，这体现在四个

方面：（１）随着全球化进程，世界学术界的不同声音

有了更多的表达机会；（２）通过共同的政治行动，一

个更民主和跨越国界的人类学家共同体将形成；（３）

人类学家的写作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国家的立场；

（４）只有将人类学风格的支配性与特定的权力关系

联系起来，我们才能理解它。［４］（Ｐ２）在世界人类学家共

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对人类学知识生产的多样性和

复杂性的忽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从最终目标上来说，世界人类学群的政治和理

论目标可以概括为文化间性（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ｔｙ）而不

是多元文化主义（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多元文化主义

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差异，倡导尊重他者的相对

主义策略，却往往强化了文化之间的分割。与此不

同的是，文化间性指的是对抗和纠缠，是群体之间建

立联系和交换时发生的一切。两个术语假定了社会

生产的两个不同模式：多元文化主义假设了对于异

质性的接受，而文化间性隐含了不同的人如何在协

商、冲突和互惠的关系当中成为他们自己。”①因此，

世界人类学群的形成不是基于各国人类学传统的分

立呈现，而是强调他们之间的接触、相互影响以及在

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成果。

本文试图强调文化间性应当成为今天中国人类

学者从事海外民族志研究的重要方法论概念，这意

味着我们必须重视对象国的本土学者的经验和观

点，与对方进行交流并使之成为知识生产过程的构

成要素。笔者试图以自身的泰国研究经历为个

案，②讨论如何在与泰国本土学者发生交互作用时

认识他者和进行反思，并以此来探讨形成世界人类

学新格局的可能途径。

①

②

Ｇｕｓｔａｖｏ　Ｌｉｎｓ　Ｒｉｂｅｉｒｏ，Ａｒｔｕｒｏ　Ｅｓｃｏｂａｒ．Ｗｏｒｌ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
ｇｉｅ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Ｃ］．
Ｏｘ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ＥＲＧ，２００６，ｐ５．

下文所提到的笔者的前期研究，请参见：龚浩群．信徒与公
民：泰国曲乡的政治民族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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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间性的民族志寓意：

泰国研究经验的反思

如果说“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

自存在的视阈的融合过程”，［５］（Ｐ３９３）那么，民族志研究

所希冀达成的文化理解必然经历调查者与被调查对

象之间从隔阂、误解到融合的过程。而在海外民族

志研究当中，在海外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还存在

第三方群体，即本土人类学者或本土社会科学工作

者。海外民族志研究者与本土学者之间因为社会文

化背景与学术传统方面的差异，往往会在问题诉求

与研究路径方面做出不同的选择，并对西方学术采

取不同的运用策略。与本土学者的交流有助于海外

研究者克服自身的单一视野，在自身、对象国知识界

与西方知识界的复杂互动中形成多视角研究和学科

认同。因此，与本土知识界的交流及其产生的文化

间性应当成为民族志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

笔者自２００３年正式开展泰国研究以来，与泰国

学者之间经历了从隔阂到交流与理解的过程，对这

一过程的民族志描述为探讨以上问题提供了个案。

与对象国知识界的文化间性的产生首先要求海外研

究者克服语言障碍，打破国界隔膜，并本着对于本土

人类学的尊重的精神，在阅读和引介本土人类学成

果的基础上与之开展对话和交流。

（一）隔阂与内外视角差异

中、泰人类学家之间的交流主要在两国的邻近

地区进行。来自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的人类学家与中

国云南的人类学界有较多的交流和合作，但是曼谷

人类学界和北京人类学界的交流却极少，远远不及

他们各自与西方人类学的联系密度。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中、泰两国的人类学主流仍然是通过与世界人

类学中心的关系来建构的。

中、泰人类学界的隔阂还体现在，双方需要通过

第三方或中介方———英语和西方学术话语来进行交

流。我本人于２００３年赴泰国开展田野调查，之前我

只阅读过关于泰国社会研究的英文文献，其中大多

是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国内几

乎找不到泰国人类学家的泰语著作，也主要是由于

当时本人的泰语水平极为有限。而另一方面，泰国

学者对于中国和中国学界的了解也非常有限。① 我

于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在泰国中部开展田野工作，在此期

间，我隐约感受到我与泰国本土学者之间在观点上

的差异，这部分源于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之间的差

异。这些差异在某些时候能够使我校正自己的研究

视角，但更多时候，却让我感到我们之间在价值诉求

方面的不同取向。

通过成为泰国朱拉隆功大学（Ｃｈｕｌａｌｏｎｇｋｏ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访问学生，我认识了该校政治学院的

院长阿玛拉教授（Ａｍａｒａ　Ｐｏｎｇｓａｐｉｃｈ）和她的学生高

娃。阿玛拉教授被校方指定为我的指导老师，她最

早了解到我的研究计划并帮助我在泰国中部选择了

调查点。在跨度长达近一年的田野过程中，我在田

野调查的初期、中期和后期分别与阿玛拉教授有过

谈话，我们的看法当中存在一些分歧。

我将泰国乡村社会的农民组织———合作社、医

务志愿者、妇女小组等看做是国家建构的公民社会

的类型，并认为这体现了国家通过赋予公民权利来

实现善治的努力。我从乡村日常生活中看到，乡村

社团对于乡村社会的自我组织具有重要作用，他们

应当是泰国公民社会构成中的本土部分。然而，在

阿玛拉看来，泰国的公民社会应当通过 ＮＧＯ来推

动，那些所谓的乡村社团不过是国家机器的延伸，而

且在很多时候他们的性质是相当模糊的，很难说国

家主导下的农村团体能够对公民社会的发展有何积

极作用。例如阿玛拉提到，政府主导下的发展项目

与真正的大众参与之间还存在距离，［６］（Ｐ４２）阿玛拉在

她的关于泰国公民社会的论文中，没有将政府机构

主导下的乡村社团纳入到考察范围。［７］（Ｐ３２５～３３４）

高娃是阿玛拉教授的硕士生，毕业后留在朱拉

隆功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工作。高娃是我在泰国的诤

友，之所以称她为诤友不是因为她对我的研究所做

的直接批评，而更多的是因为她的行为方式、世界观

和对本土社会的批判性态度间接地对我的研究构成

了尖锐的质疑，因此，她是一个有时候不太让人感到

舒服的朋友。

我记得去高娃家的时候正是佛法节，第二天我

早早起床，兴致勃勃地和高娃的母亲去寺庙礼佛，而

高娃对于寺庙的活动却没有任何兴趣。在我的田野

期间，我为学会了泰国国王谱写的歌曲而沾沾自喜，

高娃却不以为然。我和她交往的时候仍然遵从在泰

国乡村学会的礼仪，如合十礼，而高娃却更多地愿意

用一句简单的 Ｈｅｌｌｏ来代替。她说话语速很快，我

总是得很费力才能跟上，要知道我比较习惯和“传统

的”、温文尔雅、语调轻柔的泰国人交谈。我最感兴

趣和珍视的泰国传统文化因素———佛教、做功德和

传统政体，在高娃看来似乎是些生命力不那么旺盛

的繁文缛节和令人压抑的意识形态。我和她提到泰

① 泰国知识界对于周边国家，如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等国
的研究在量上似乎远远超过了对中国的研究。我在朱拉隆功大学泰
学信息中心（Ｔｈａｉ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中心
将关于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的研究视作泰国研究的一部分，这可
能是由于泰国与这些国家地理上相邻、文化上相近以及历史上的亲
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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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时，她说：“除了佛像还是佛像，

令人乏味。”说实话，虽然我也觉得国家博物馆的展

品有些单调，但我还是愿意把它当做他者的神圣符

号的一部分加以尊重，这似乎是人类学职业伦理和

人类学方法论的要求，因此我绝不会用“乏味”来形

容它。

从高娃的身上，我最初感受到泰国知识分子与

我眼中的“传统”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我所感受和

努力建构的泰国文化传统在她那里都变成了被解构

的对象。在我的田野调查期间，我很需要能够“将本

土文化客体化的资讯人”，［８］（Ｐ１４５）但是高娃不是；她不

仅不是，而且她似乎一直都让我对自己的研究取向

感到怀疑和不安；我所寻找的乌托邦在她的眼里根

本就是不存在的，她让我感受到的泰国社会不是秩

序井然的整体，而是一幅紧张和不安的图景。如果

说我试图捕捉泰国社会的异域色彩和文化特质，那

么，高娃却在我面前为她自身所处的文化除魅。

我最终在高娃和社会研究所其他老师的建议下

选择了泰国中部的一个乡村作为田野调查点，因为

那里实行的是新的乡行政机构自治制度。在田野调

查期间，乡行政机构成为了我的研究之重。乡行政

机构是一个实体，具备税收和社区管理等多项职能，

而且是国家财政预算下拨的基层单位。虽然村民们

在管理能力方面还有些欠缺，政府对于地方权力的

约束也有很多漏洞，但是，不管怎么说，村民由此成

为了自我管理的主体和地方政治的参与者，而这正

是公民政治权利的最好体现。

在我开展研究的同时，高娃也正在从事研究所

的一个课题，她组织团队对于某些地区出现的强权

人物（ｐｈｕ　ｍｅｅ　ｉｔｈｉｐｈｏｎ）操控乡行政机构的情况进

行调查。我当时认为，强权人物的操控应当是个别

现象，不应当由此否认乡行政机构的功能和优越性，

因此并没有特别在意高娃的研究（这部分也由于她

的报告是泰文，我当时没法读）。２００５年，我在北京

大学举行的“中泰建交三十周年暨诗琳通公主五十

华诞”的研讨会上宣读了关于泰国地方自治研究的

论文，有位来自泰国法政大学的教授评价说：“你对

泰国非常了解，不过，你有没有注意过泰国农村的强

权人物？”或许，在这位教授看来，我的研究太理想化

和简单化了。

在与泰国学者交流的过程中，我总能感受到我

与他们之间的隔阂与差异。但是，迈出第一步是至

关重要的。令我困扰的问题是，作为来自外部的学

者，我与本土学者在面对泰国社会的现实和泰国文

化的本质时，视角的差异造成了理解上的反差。这

部分是由于知识诉求不同。我，作为中国学者自然

会更欣赏泰国社会与文化中的优越性，而本土学者

更多地采取批判现实和诉求社会变迁的态度，因此，

我的研究过于“冷”（强调恒定的宇宙观），而本土学

者的研究过于“热”（强调社会变迁）。随着研究的深

入，我还发现，造成视角差异的另一个因素在于，我

与泰国学者基于各自的价值诉求对于西方理论做出

了不同地选择和强调。

（二）乌托邦、路径差异与什么是现实

现在看来，我已完成的研究是一种带有很强浪

漫色彩的异文化研究，理想化色彩很重。在对中国

本土社会现状的质疑和反思当中，我试图从泰国研

究中来寻求乌托邦。曾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深受

人类学大师利奇（Ｅｄｍｕｎｄ　Ｌｅａｃｈ）的影响、后来到哈

佛大学担任人类学教授的坦比亚（Ｓｔａｎｌｅｙ　Ｊ．Ｔａｍ－

ｂｉａｈ）的研究对我当时的研究取向产生了决定性影

响。

坦比亚对于泰国社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小乘佛

教研究，直到今天，他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力仍然屈指

可数。我也因此将坦比亚的研究当做泰人文化研究

中的范式之一，即通过对于佛教与王权的理解来解

释泰国的政体形式和国家认同的构成。坦比亚本人

是斯里兰卡裔，早年在斯里兰卡开展人类学研究。

迫于当时锡兰国内的政治形势，他于１９６０年后选择

了另一个小乘佛教国家———泰国进行研究。［９］（Ｐｉｘ－ｘｉ）

他对于泰国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反思斯里兰

卡小乘佛教与种族政治的紧张关系。坦比亚对于泰

国的研究实际上也是乌托邦式的，他始终在佛教整

合一切的框架内来分析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甚至宗教

内部的反叛者。①

我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延续坦比亚所建构

的小乘佛教政体的现代版本。在我看来，泰国曲乡

村民对于功德观念和君主制度的理解充满了抗拒现

代性的后现代色彩，这相较于中国义无反顾的现代

化进程无疑充满了怀旧和炫目的色彩。尽管从做泰

国研究的第一天开始，我就知道宗教、国王与国家三

位一体是现代泰国的意识形态，但我并没有很清楚

地意识到意识形态的社会含义。我过去所做的研

究，似乎是在社区经验的基础上将现代泰国努力建

构的意识形态重新建构了一遍：佛教徒、公民与臣民

① 关于坦比亚关于泰国佛教的经典研究参见：Ｓｔａｎｌｅｙ　Ｊ．
Ｔａｍｂｉａｈ．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Ｃｕｌｔ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０；Ｓｔａｎｌｅｙ　Ｊ．
Ｔａｍｂｉａｈ．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ｑｕｅｒｏｒ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ｎｏｕｎｃｅｒ：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Ｂｕｄ－
ｄ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Ｓｔａｎｌｅｙ　Ｊ．Ｔａｍｂｉ－
ａｈ．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ｕｌｅｔｓ［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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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近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尽管其内部也存在

一些紧张关系。在我的田野过程中，我对意识形态

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保持一种谦恭的学习姿态———

作为外来者，我也乐于为自己在这种秩序中谋求一

个稳定的位置。我近乎迷恋佛教仪式中的每一个细

节，当地人对于国王的崇拜情绪也深深感染了我，对

于佛教和国王的崇敬成为了我所理解的泰国国家形

象的表征，这种理解经我表达之后使得当地人感受

到我对于他们的尊重。

然而，２００６年以来泰国政治局势的混乱、无序

与暴力冲突对我的研究提出了最为现实的拷问。坦

比亚的研究看起来缺少对于泰国社会内部的冲突的

理解，从而显得过于静态。很明显的一个缺陷在于，

坦比亚的研究将佛教当做泰国社会唯一重要的文化

事实，忽略了泰国的本土神灵信仰以及婆罗门信仰，

甚至忽视了从古至今中国移民涌入泰国对其造成的

文化冲击和在各种政治情境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冲

突。例如泰国法政大学（Ｔｈａｍａｓａ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教

授、前学生运动分子和前泰国共产党成员卡贤·特

加披让（Ｋａｓｉａｎ　Ｔｅｊａｐｉｒａ）批判了泰国官方民族主义

构成的两个要素：种族化和保守的服从模式。他指

出，大量进入泰国的中国移民自从１９世纪晚期开始

主导着泰国的现代经济部门和都市社会，他们对于

泰国经济如此重要，以至泰国官方不可能驱逐他们。

但是泰国官方民族主义建立了种族化的话语，在泰

族国家和非泰资本及社会之间建立和再生产不平等

的权力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实践国家代理主义。泰

国官方民族主义的另一个维度在于向广大民众灌输

保守的、忠于王室的服从模式，强调“泰国是服从领

导者的国度”。［１０］（Ｐ２４８）

尽管坦比亚的研究对于泰国社会内部的复杂性

和冲突有所忽视，但是，把坦比亚的研究当做范式只

不过是我自己的想象，这种想象成为我对于泰国社

会进行本质主义理解的一部分。阿帕杜莱（Ａｒｊｕｎ

Ａｐｐａｄｕｒａｉ）的批评令我感到心有灵犀。阿帕杜莱认

为杜蒙的“阶序”概念反映了西方思想的三个轨道，

即对东方社会的本质化，在自身与他者之间制造差

异以及断定某个社会的总体特征，从而使阶序成为

种姓的本质、异域感所在以及总体主义的表现形式。

通过分析杜蒙的思想来源，阿帕杜莱发现阶序概念

的构成因素在前人关于其他社会的研究中都有所体

现，杜蒙及后来的人类学家却将之视作印度社会的

本质，这实际上是人类学对土著（ｎａｔｉｖｅ）进行想象的

产物。［１１］我对于泰国社会的想象虽然并非以西方为

主体，但仍然延续了西方人类学在认识论上的惯性。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现代的与国家的认识论是一枚

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催生出正统学说：在“泰人”生

活中佛教是首要的。［１２］

２００９年７月，我在甲型流感肆虐和泰国国内新

一轮的政治抗议浪潮中回访了调查点曲乡和朱拉隆

功大学。甲型流感在泰国造成了高死亡率，一些曲

乡人以此来激烈抨击现任政府。相当多的曲乡人参

与了百万人签名活动，向国王请愿要求赦免前总理

他信。我的房东一家在一次晚饭的时候就关于他信

的不同评价发生了激烈的争辩，这种情形在我曾历

经近一年的田野调查中是没有遇到的，我也因此强

烈地感受到泰国社会内部的分化和矛盾。我再次见

到了阿玛拉教授和高娃。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当中，

我与她们及其他学者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

对于泰人世界观的看法，也使得我对于自己和前人

的研究进行反思。

阿玛拉教授此时已经从朱拉隆功大学退休，刚

被任命为泰国国家人权委员会的主席。高娃告诉

我，在２００６年２月，阿玛拉教授作为朱拉隆功大学

政治学院院长在知识界率先发起倒他信运动，她联

合政治学院的其他教授签名，要求他信总理辞职，成

为倒他信运动的舆论先声。然而，在我见到阿玛拉

的时候，她坦言曾以为他信下台后国家形势会好转，

但是现实不仅令人失望，还有可能变得更复杂。高

娃仍然在忙于各种课题。她正在调查２００９年泼水

节期间红衫军在曼谷某些社区制造的暴力事件；同

时，研究所还正在着手一项关于如何化解政治分歧、

达成社会和解的课题。作为本土知识分子，她们都

直接或间接地被卷入到政治风波当中。

在曲乡和曼谷逗留的五个星期里，人们对于现

实的焦虑和关切，再加上媒体激烈的政治言论都令

我的心绪跌宕起伏。我所查阅文献的关键词虽然还

包括佛教，但是我开始关注反叛的丛林僧人和新兴

宗教运动；①我仍关注社区研究，但是社区权利运动

更加引起我的兴趣；在泰国的传统政体之外，前共产

主义知识分子和左派思想家开始在我的耳边发出他

们的声音。过去在我的视野中被忽视的那些文献浮

出水面，而且我第一次感到我与本土学者之间有了

更多的共同关注点。

我强烈希望更多地了解泰国人类学的研究现

状。高娃向我大力推荐清迈大学的人类学家阿南·

甘加纳潘（Ａｎａｎ　Ｇａｎｊａｎａｐａｎ）。此前我曾在网上搜

索到阿南教授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的题

目———《亚洲全球化与泰国人类学》，通过电子邮件

① 龚浩群．佛与他者：现代泰国的文明国家与信仰阶序的建构
［Ｊ］．思想战线，２０１０（５）；龚浩群．佛教与社会：佛使比丘与当代泰国
公民－文化身份的重构［Ｊ］．世界宗教文化，２０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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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联系之后，阿南教授惠赠了全文。① 然而，我在

国内找不到他本人的代表性著作。通过高娃我得

知，阿南不仅是一位很有理论造诣的人类学家，而且

还是泰国很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社会行动分

子。他直接参与和推动了社区森林法案运动，为

ＮＧＯ组织和人民团体提供建议，呼吁政府赋予山区

居民合理利用森林资源的权利。几天之后，我在访

问清迈大学时见到了阿南。

在阿南的作品里，来自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社

会学家安德鲁·特顿（Ａｎｄｒｅｗ　Ｔｕｒｔｏｎ）的著作成为

了最重要的研究背景。特顿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

开始研究泰国的社会变迁。１９７８年，特顿与他人合

编了一本名为《泰国：冲突的根源》的著作。１９８７

年，特顿还与人合著了《泰国乡村的生产、权力与参

与》，合作者当中就包括阿南。特顿的研究特别重视

泰国乡村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政

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抗

争。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开始，特顿开始关注泰

国乡村在资源控制方面发生的变化。［１３］［１４］阿南汲取

了特顿的研究视角。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阿南在

文化和资源管理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知识进展。阿南

在研究早期对土地保有权和低地农民与资产阶级之

间的矛盾和冲突方面有理论兴趣，在后期则发展出

对于习惯权利（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ｒｉｇｈｔｓ）和森林资源管理

方面的兴趣。他利用文化的概念作为主线，来连接

土地和森林的地方控制问题，地方人民与国家的矛

盾以及北部泰国社区森林的实践。

阿南辨析了在探讨社会发展的文化维度时，泰

国学者所采取的“社区文化”（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与

“社区权利”（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两种不同的研究路

径。他指出，社区文化的研究路径强调社区的历史

和文化，强调村民在面对国家和市场等外部权力时

的力量。社区文化研究的不足在于，它将村落视为

一个自足、封闭的群体，忽略了社区的动态变化，尤

其是在面对国家控制的时候；基于此，社区文化研究

不能将社区的自我依赖精神转换为普遍意义上的集

体权利。［１５］（Ｐ２１３～２１４）社区权利的研究路径培育了一种

更为动态的文化概念，认识到地方性知识在创造可

持续的和民主的发展模式中的潜力。［１５］（Ｐ２０４～２０５）

阿南提出的这些观点打破了我对于泰国文化的

本质主义理解，同时，我也在反思我们对西方理论做

出的不同选择。令我惊讶的是，坦比亚与特顿都具

有英国学术背景，几乎在同一时期对泰国进行研究，

但是他们却没有在著作中提及对方。特顿的著作在

西方人类学中很少被提到，泰国学者却非常重视特

顿的研究。我们或许可以说，西方人类学主流更认

可对于泰国的乌托邦想象及其所体现的异域感，而

泰国人类学界却更关注泰国社会变迁与冲突。

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泰国政治社会的变迁来

看，泰国学者的研究取向一点也不奇怪。１９７３年和

１９７６年的民主运动和政治冲突改变了学术界对于

泰国作为一个稳定和保守的佛教王国的整体判断。

在泰国国内，历史研究的范式被撼动，历史研究作为

国家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来源的角色发生了转变。

１９７３年之后，泰国历史研究凸显出四个方面的趋

势：批评传统的历史书写；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派；

非线性早期历史研究以及地方史的兴起。［１６］在人类

学界，特顿的研究代表了一种强调变迁、冲突与反抗

的动态视角，为关注现实问题的泰国人类学者提供

了理论支持。新近出版的《轨道与足迹：泰国与安德

鲁·特顿的著作》（Ｔｒａｃｋ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ｅｓ：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Ａｎｄｒｅｗ　Ｔｕｒｔｏｎ）收录了泰学研究

者们（包括泰国本土学者）关于特顿著作的评论文

章，他们都从特顿关于泰国“农业社会结构、反叛和

抵抗”的分析中受到启发，而且认为特顿的某些论断

即使在二三十年后的今天仍是有效的。②

泰国人类学对于西方理论的选择性运用表明，

本土人类学在问题的选择和研究路径方面具有很强

的自主性，他们的问题意识来源于对本土社会与文

化的体验和知识诉求。因此，尽管泰国的本土人类

学家在不断吸收西方人类学的成果，但是他们表现

出不屈从西方人类学主流的主体意识。泰国同行的

研究让我认识到，尽管我与他们都从西方学者那里

获得研究的灵感，但是因为在情境和知识诉求上的

差异导致了我们对于西方理论做出不同的选择；他

们的研究与我的研究并置，直接产生了对西方理论

除魅的效果。

（三）文化交流／对现实的再认识

２００９年８月９日，我受到玛希敦大学亚洲语言

与文化研究所的萨瓦帕教授的邀请，以“信徒与公

民”为名在该所发表了演讲。

考虑到当时泰国国内的政治分歧，我选择了民

族志中关于选举的部分进行描述，突出了主要报道

人与议员之间如何建立信任关系的故事，最后从公

共性逻辑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提

出了一些问题。不止一个人说我的主要报道人可能

只是少数比较好的票头，有很多不顾及公共利益的

票头。令我没有料到的是，引起大家关注和讨论的

①

②

笔者后来将此文译为中文，参见：阿南·甘加纳潘，著．龚浩
群，译．亚洲全球化与泰国人类学：来自乡土东南亚的视角［Ｊ］．中国
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２）．

参见书评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ｎｇｋｏｋｐｏｓｔ．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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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的理论，而是民族志中的核心地方词汇———

“波罗密”。大家就波罗密的确切含义进行了讨论，

认为波罗密与权势的不同在于，波罗密是持久的，而

权势是暂时的；波罗密是内在的品质，需要建设，而

权势是从外部获取的；有权势的人如果注重内在品

质的培养，可以拥有波罗密；有波罗密的人却不一定

有权势。甚至有在场者用波罗密的高低来评价当时

的政治人物。这是一次大胆而令人愉快的尝试。当

我得到听者的部分赞同并且同他们交流意见的时

候，我为自己的研究能够引发“当地人”的兴趣和思

考而感到兴奋。萨瓦帕也同样兴奋，她在讲座结束

后问我说：“怎么样？有意思（ｓａｎｕｋ）吗？”她说我看

他们的视角很有意思。萨瓦帕还表达了今后开展合

作研究的兴趣。

我认为这次演讲不仅是学术交流，而且是一种

特殊的文化交流。视角差异仍然存在———听者觉得

我的研究有些理想化，但是，我对于泰人佛教社会的

核心价值之一“波罗密”的分析也得到了他们的重

视。我仍然坚持乌托邦的某些因素，同时，我希望通

过进一步的交流，泰国学者和我都会注意到各自所

忽视的泰国社会现实中的不同侧面。那些我们所选

择遗漏的部分却可能是重要的。笔者的泰国研究经

历表明，海外研究者与本土学者之间因为社会文化

与教育背景的差异，二者之间的交流会经历从隔阂，

发现差异再到视野融合的过程，并促使双方对社会

现实进行再认识和再思考。这种文化间性的产生具

有深刻的民族志寓意：其一，文化间性的产生过程作

为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可能以民族志的文本形式呈现

出来；其二，海外研究者与本土学者之间的差异、冲

突、交流和知识互惠，应当成为民族志生产的重要知

识论背景。

三、结果与讨论
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的新路径意味着要与对象

国的知识群体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这种新的关系将

成为世界人类学新格局的一部分。笔者试图倡导以

世界人类学学科内部的多边关系———中国人类学、

对象国的本土人类学和西方人类学的关系，来代替

简单的中国人类学与西方人类学的双边关系，并探

寻形成世界人类学群大格局的途径。

当下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研究要做到不同于以往

的“帝国人类学”（以欧美人类学和日本人类学为代

表），必须自觉地建构起海外视角与本土视角之间的

联系。尽管作为研究者，我们（从事海外研究的中国

人类学家）和对方（对象国的本土研究者）分别来自

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知识背景、利益驱动和价值

诉求，但是，通过相互之间的审视我们将会更加明了

知识的政治，在视野上互补，并寻求对于人类文化与

社会的共同理解。今天的人类学研究必然包含两种

看的视角：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对于内部视角的

重视，多视角的形成（我看他们、他们的人类学家看

他们、西方的人类学家看他们、我看他们的人类学、

他们的人类学家看我、我们一起看他们、我们一起看

我们）以及交流后产生的互文效果应当是建构世界

人类学群这一学科认同的重要基础。这就要求我们

变单向的研究为双向或多向的研究。

具体而言，海外研究者与对象国的本土研究者

之间需要在构建文化间性的基础上展开交流，文化

间性在这里具体包含两个层次的含义。

首先，本土人类学家是自身所处社会与文化的

代言人，因此本土人类学家的生命体验、政治立场和

学术观点将是我们所要研究的社会事实的重要组成

部分。本土人类学家的个人经历、研究立场和观点

是十分重要的多层意义之集聚———对于本土文化的

深描、对于本土社会的反思和批评、对于西方理论的

辨别、政治参与及其知识诉求与主流价值观之间的

张力都被包含其中，这些方面对于我们认识对象国

社会与文化的复杂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

我们与本土人类学家开展的文化交流既包括专业领

域的交流，也应当包含双方各自代表的世界观、行为

模式、政治取向等等之间的相互影响，文化交流及其

产生的新的意义应当成为民族志文本和人类学方法

论反思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文化间性的鲜

明体现。

其次，与本土人类学家的文化交流———知识交

流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将在我们之间形成平等的对

话关系，并可能由此产生对于国际人类学话语权威

的反思和解构，这是人类学知识生产的新路径，并可

能最终形成世界人类学群的学科认同。这个过程可

能包括：介绍和引介本土人类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并与之对话；进行并置性研究，就某个主题将来自海

外人类学者的研究与本土研究放在一起讨论，由此

而产生互文的效果；开展合作研究和比较，互为知识

主体，同时也互为研究对象；对本土人类学家或本土

知识界进行人类学研究，对知识分子的生活经验、政

治关怀与学术观点进行田野调查，撰写关于知识阶

层的民族志。

这样做的结果将是“自然而然”地破除西方人类

学的主导性影响，因为通过与本土人类学的交流，我

们发现双方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对西方人类学进行了

自觉的筛选和创造性地运用，并产生了风格迥异的

文本。我们相互可以通过西方人类学本土化的不同

取向来重新定位西方理论，明晰自身的主体地位，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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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人类学理论也因此不再是主导性的，而只是世界

人类学群的知识构成的一个部分———在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内它仍然是十分重要、但不是唯一重要的构

成。

我们之间不必通过第三者———西方来进行交

流，而是直接交流。西方学术研究的成果仍然在起

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应当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且

我们都已经对其进行了自己的选择和理解；西方理

论成为诸多选择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西方理论成

为我们之间被选择和被承认的对象，而不是主宰性

的绝对权威。我们应当认识到，西方理论霸权可能

只是我们的想象，它在第三方的中介作用下转化成

平等的构成因素。同时，需要强调的是，以第三方

（本土人类学）为中介的、对于西方学术的理解将使

得我们以更中肯的态度来对待西方学术成果，既非

盲从也非抗拒，而是在文化间性的基础上通过多重

理解而达成的扬弃。

今天，所有的人类学都同时是国家人类学与世

界人类学，因为全球化已经将不同的社会和来自不

同社会的研究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人类

学的形成将取决于各个国家传统的人类学的呈现和

他们之间的联系，通过对话来相互矫正，并达成“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人类学学科认同。跨界将

不再是“帝国人类学”所代表的把政治与知识上的优

势强加给对方，而是意味着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创

造新的意义，从而打破关于帝国建构的人类学和国

家建构的人类学的两极区分，在国家化与去国家化

的连接中形成世界人类学群的新格局。从这一点来

说，世界人类学群可能超越国界，并超越本土化诉

求。?

［参　考　文　献］
［１］高丙中．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Ｊ］．中山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２）．

［２］Ｓｈｉｎｊｉ　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Ｊｏｓｅｐｈ　Ｂｏｓｃｏ，ａｎｄ　Ｊ．Ｓ．Ｅａｄｅｓ．Ａｓｉ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

ｐｏｌｏｇｉｅ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Ｎ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Ａ］．Ｓｈｉｎｊｉ　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Ｂｏｓｃｏ．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Ｃ］．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Ｏｘｆｏｒｄ：Ｂｅｒｇｂａｂｎ，２００４．

［３］［美］詹姆斯·克利福德，［美］乔治·Ｅ·马库斯，著．高丙中，吴

晓黎，李霞，等，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 ［Ｃ］．北京：

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

［４］Ｇｕｓｔａｖｏ　Ｌｉｎｓ　Ｒｉｂｅｉｒｏ　ａｎｄ　Ａｒｔｕｒｏ　Ｅｓｃｏｂａｒ．Ｗｏｒｌ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

ｇｉｅ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ｘ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ＥＲＧ，２００６．

［５］［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Ｍ］．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６］Ａｍａｒａ　Ｐｏｎｇｓａｐｉｃｈ．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ＮＧＯｓ　ｉｎ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Ａ］．Ｔｈａｉ　ＮＧＯｓ：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Ｄｅ－

ｍｏｃｒａｃｙ［Ｃ］．Ｂａｎｇｋｏｋ：Ｔｈａｉ　ＮＧ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１９９５．

［７］Ａｍａｒａ　Ｐｏｎｇｓａｐｉｃｈ．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

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１９９９ ［Ｃ］，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９．

［８］［美］保罗·拉比诺，著．高丙中，康敏，译．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

［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

［９］Ｓｔａｎｌｅｙ　Ｊ．Ｔａｍｂｉａｈ．Ｅｄｍｕｎｄ　Ｌｅａｃｈ：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ｆｅ

［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１０］Ｋａｓｉａｎ　Ｔｅｊａｐｉｒａ．Ｄｅ－Ｏｔｈｅｒｉｎｇ　Ｊｅｋ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ｓ：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Ｔｈａｉ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ｏ－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ｔｈｅｒ［Ａ］，Ｊａｍｅｓ　Ｔ．Ｓｉｅｇｅｌ，Ａｕｄｒｅｙ　Ｒ．Ｋａｈ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

ｓｉａ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ｒ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ｓｓａｙ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Ｒ．

Ｏ’Ｇ．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Ｃ］．Ｉｔｈａｃａ，Ｎ．Ｙ．：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３．

［１１］Ａｒｊｕｎ　Ａｐｐａｄｕｒａｉ．Ｐｕｔｔｉｎｇ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ｉｎ　Ｉｔｓ　Ｐｌａｃｅ［Ｊ］．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８（１）．

［１２］Ｐｅｔｅｒ　Ｖａｎｄｅｒｇｅｅｓｔ．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Ｐｒ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ｄ－

ｄｈ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ｓ［Ｊ］．Ｍｏｄｅｒｎ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３（４）．

［１３］Ａｎｄｒｅｗ　Ｔｕｒｔｏｎ，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Ｆａｓｔ，Ｍａｌｃｏｌｍ　Ｃａｌｄｗｅｌｌ．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Ｃ］．Ｎｏｔｔｉｎｇｈａｍ：Ｓｐｏｋｅｓｍａｎ，１９７８．

［１４］Ａｎｄｒｅｗ　Ｔｕｒｔ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ｏｒ　Ｆａｒｍｅｒｓ’Ｇｒｏｕｐｓ［Ｍ］．Ｇｅｎｅｖ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９８７．

［１５］Ａｎａｎ　Ｇａｎｊａｎａｐａｎ．Ｌｏ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Ｍ］．Ｃｈｉａｎｇ　Ｍａｉ：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ｕｓ－

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０．

［１６］Ｔｈｏｎｇｃｈａｉ　Ｗｉｎｉｃｈａｋｕｌ．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７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５（１）．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０２－１０
［责任编辑　秦红增］
［责任校对　韦琮瑜］

［作者简介］　龚浩群（１９７６～），女，湖南澧县人，中央民

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宗教

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泰国研究。北京，邮编：１０００８１。


